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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 

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樊佩佩
1
 

【摘 要】：基于 2019—2020 年于南京开展的“城市社区参与和公共性”调查，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

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少数命题—

—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

（2）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3）经济资源命题——居民收入对

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

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4）行动资源命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具有替代和补偿效应。从社

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内外有别的参

与逻辑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基层群众自治 选择性参与 社会认同 资源制约 分隔效应 

一、研究问题：社区转型与参与转变的复杂性及新的生长点 

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60%，“十四五”期间更高水平的城镇化进程将继续引导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 2021

年 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现有人户分离人口共 49276万人，流动人口共 37582万人；与 2010年相比，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了 88.52%，流动人口增长了 69.73%1。这说明近十年来流动人口规模增速迅猛，人户分离程度不断加剧，高流

动迁徙态势已然成型。这给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引导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另一方面社会的流

动性和个体化程度加大了异质性社区的自治难度。那么，社区居民形成一致行动进而实现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社区分

化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社区公共性、导致社区疏离和社会关系松散？这些都是开展基层自治所需解答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为探究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转向之间的复杂机理，不少学者从社会网络、社区信任、社会资本和社区参与等视角来

分析社区公共性的演化路径 2345。其中，参与行为是集中展现公共性多维结构的测量指标，而社区公共性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居民参与程度的高低。既有研究对社区公共性参与的解释路径按照程度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解释路径是从“制度供给

不足”“社区公共性缺失”“居民利益分化”等理论解释我国社会主要群体的社区淡漠 678，将此造成的“弱参与”难题作为基

层社区治理的困境。第二种解释路径集中于社区“一老一少一低”和“积极分子”的有限参与，以及由“关键群众”这种社会

关系网络主导的分层次参与 91011。第三种解释路径认为，社区精英参与和“强人政治”参与只能生产社区的有限公共性 12。第四

种解释路径认为，住房产权的利益表达催生了公共生活的转向并激发了新的政治要素 13。 

以上研究在探究到底是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冷漠还是公共领域崛起方面，贡献了不少洞察力。不过，一方面既有研究容易陷入

循环论证：到底是公共性缺失导致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不足，还是社区参与缺位制约了公共性水平？不同视角研究的解释逻辑指

向作为行动主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而主体性缺失的后果，是社区参与动力和参与持续性受到弱化，加剧社区治理的困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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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居民的主体性缺失与社区参与缺位就构成一个封闭循环的解释链条，公共性成为串联居民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

另一方面，公共参与形式多元而实质性参与较少，特定群体活跃而整体参与不足几乎是城市社区个体化和异质性发展到相当程

度的普遍现象。相对于“参与什么”和“如何参与”，学者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寻找“为什么参与”的解释机制上。要么回答“为

什么参与”，要么分析“为什么不参与”，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参与，有时候不参与”，以及“为什么对待同样的社区活

动或事务，有的居民参与，有的居民不参与”？ 

结构视角下的社会资源命题聚焦于有差别的结构性位置及其对行为选择的叠加效应 14，但难以解释有价资源对不同参与层次

的影响机制为何呈现出解释维度上向生活领域拓展，价值取向上向政治参与收敛的趋势。而能动视角下的理性人行为选择基于

不同的激励结构 15，“搭便车”理论无助于分析松散利益关联的社区中为何不同范畴的参与动机强度不一。可见，到底是“意愿

-能力”还是“成本-收益”框架更能解释社区参与逻辑的多样性，需要进一步探讨。而贝克提出“个体化进程”和“生存的个

体化形式”16，意味着过去建立在普遍性的权、责、利共识基础上的社区公共性越来越依赖于个体化的境况和条件。当下个体行

动者选择性参与的背后不仅是激励结构的分化，而且还涉及动机、能力和资源的匹配。本文着力揭示不同维度的资源匹配如何制

约不同群体的公共参与层次，以及同一群体公共参与的情境选择性为何呈现出社区内外有别的差异，并尝试构建社区内部参与

的下沉扩散性以及外部公共事务参与的收敛性与社区公共性关联的分析框架。基于社区参与的群体差异性和情境选择性，本文

试图拓展复杂多样的社区参与分化的解释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探究社会参与梯度对公共事务参与的预测性，以及个体化进

程下社区公共性的内在转向。 

二、研究假设：社区参与分层的多维视角 

基于公共性参与存在结构性分化，既有研究对社区参与的分析视角可分为 4种，包括利益关联和理性选择视角、社区分化视

角、社会资本视角以及空间和类型学视角。本文在梳理不同视角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分别为：房价影响假设、性别

特征假设、经济社会地位假设、社会资本与公共渠道假设。 

（一）利益关联假设 

在利益关联视角下，学者们通常认为居民对社区工作参与度低是源于结构性制度与资源支持缺位，这些原因导致与城市社

区的利益关联性缺失 1718；也有学者关注到社会参与和住房产权指向的利益政治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通过政治参

与从而催生房权政治的公共性 1920。如果仅在抽象意义上将利益关联作为居民参与的主要驱动力，只能从个体视角解释部分行为

倾向，容易忽略社区参与背后资源制约的内生逻辑，难以发掘选择性参与的具体影响机制。当前居住空间阶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是“同质聚居”倾向
21
。随着房价在居住空间演替和滤出的过程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光是体现利益聚合的经济变量，更

是影响社区参与中观层面的结构性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房价影响假设： 

H1(1）：小区房价越高，居民对参与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低，在遇到问题时诉诸更高层面利益表达的可能性越大； 

H1(2）：小区房价越低，在遇到问题时居民越可能在小区内部进行表达。 

围绕房权造就的利益性公共生活，还有学者从情感政治和利益政治的视角研究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女性逐步在社区的

低阶政治性公共生活和关系性公共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男性对围绕房权的利益性公共生活有天然偏好
22
。理性选择理论从相

对微观角度分析个体的参与选择，而性别差异对参与行为分化所产生的影响机制是基于结构还是回报，值得分析。由此，得出本

文的性别特征假设： 

H2：男性相对女性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女性相对男性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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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区分化假设 

异质性在社区层面不断凸显。国外学者发现同质性程度与社会交往水平成正比。社区内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混合度高是影响

居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 23。社区内异质性程度越高，居民的社区依恋指数和社区活动参与率越低 24。在结构视角看来，社区内居

民的职业差异和阶层差异放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不同的城市，对居民邻里关系具有不同效应 2526。源于“同质聚居”的阶层分化

使得邻里社会资本即使不受个体自身客观经济地位的影响，仍然会受所居社区的整体阶层地位的外在约束 27，同时鉴于个体视角

下的经济社会因素或理性选择理论只能解释个体属性对社区参与或不参与的影响，难以进一步揭示社区参与分化背后的结构性

制约，因此推出经济社会地位假设： 

H3(1）：收入越低，对参与小区内部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越高；收入越高，对参与小区外部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高。 

H3(2）：社会地位认同度越高的居民，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度越高。 

（三）社会资本与公共渠道假设 

帕特南强调社会成员之间基于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身份认同，对社会合作、社会行动及政治参与具有关键作用 28；还有不少国

内学者引入和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参与研究 2930。关系视角下的研究发现，水平型社会资本（地方性社会网络、社

区信任）有助于促使居民参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垂直型社会资本与解决社区公共问题并无明显关系。因此，社会资本的分布差

异以及不同维度对不同类型社区参与的影响不尽相同 313233。但社区内外不同维度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转换性，社会资本对不同

类型社区参与的后续影响如何，还需要更为精细的研究。基于此，得到本文的社会资本假设： 

H4：居民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和社会交往越少，遇到问题时求助公共渠道的可能性越大。 

三、数据与发现 

（一）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作者主持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南京市 20～75 岁的城市小区居民 34。

抽样的城市小区类型分为 4种，分别为新兴商品房小区、老旧商品房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和拆迁安置小区。问卷调查采取多阶

段分层抽样，涵盖南京市 GL区、XW 区、QH区、QX区、JY 区、YHT区、JN 区、PK 区和 JB新区等主要行政区。在该 9个行政区

中抽取了 26个街道，然后在其中抽取了 35个社区，再在这些社区内抽取 43个小区，在小区内选取家庭户为最终样本，每个小

区完成 25份左右问卷，兼顾年龄段和性别。通过 CAPI（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发放问卷 1215份，回收有效问卷 1086份，回收

率为 89.4%。 

（二）变量与统计模型 

1.变量说明 

本文通过个体微观层面的个体特征、社区交往和社会资本以及中观层面各类城市社区在参与维度上的差异，进而研究公共

性参与的生成机制与约束机制。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区参与，将参与范畴分为“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和“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2个维度，各自根据因子分

析划分为 4个维度。本文的自变量分为 4类：第一类是人口变量；第二类是经济社会变量；第三类是社会资本与社区交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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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是小区类型变量。本文以“拆迁安置小区”作为参照组，测量了其他 3类小区——老旧商品房小区、新兴商品房小区和保

障性住房小区的小区内部/外部公共性参与度。 

2.统计模型 

本研究将每种公共性的参与模型按照参与内容、参与范畴、参与门槛以及影响因素分为 4个维度，并按照不同的参与维度寻

求解释机制。本研究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城市居民的小区内部和外部公共性参与之间的差异性。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yi=β0+β1x1+…+βmxm+εi。 

上述公式中，yi指的是居民的小区内部和外部参与度，β0为截距项，即零模型状态下的居民的小区内部参与水平，m表示解

释变量的个数，x1,x2,...,xm 为解释变量，β1,β2,...,βm 为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该解释

变量每增加或减少 1个单位，因变量增加或减少的值。 

（三）实证分析 

1.对社区内部参与的变量分析 

社区内部参与度是在微观层面和社区层面讨论个体特征和社区特质对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的影响。本次抽样调查数据发现，

居民年龄、学历、社区内部交往程度以及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都与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的积极性和公共性正相关。在社会资

本和邻里交往方面，居民在社区内的熟人朋友越多，与社区居民的交往频率越高，就越关注并积极参与社区内部事务。 

除了个体禀赋和社会基础，小区房价和小区类型对内部参与度也有显著影响。数据表明，小区均价越低，内部公共活动参与

度越高。可能的解释是，不同于社会认同主要对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发挥正面影响，小区均价可看作是汇聚居民多重经济社会属

性的市场结果呈现。房价均价越低，小区居民越依赖低成本、便利性的内部活动参与；小区均价越高，居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网

络和更丰富的社会资源，这些都扩展了其小区和社区之外的活动空间，因此降低了内部参与积极性。就小区类型而言，回归模型

以拆迁安置小区为参照组，分析发现老旧商品房小区居民的内部参与度明显高于拆迁安置小区居民，是拆迁安置小区的 1.345

倍。 

2.社区内部参与的分类及其差异性分析 

通过对社区内部参与的各项指标进行因子旋转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得到 KMO(Kaiser-Meyer-Olkin）值为 0.913，说明因

子贡献率达到 91.3%，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旋转以后的总体方差进行分析，4个公共因子的贡献率达到 75.8%。根据 10个

有关小区内部公共性参与的不同指标在各个因子上的载荷，选取因子载荷在 0.7以上的变量，并提取 4个公共因子，依次为“小

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社区党支部活动参与”“社区宗教活动参与”。此 4 项指标将居民对不同

类型小区/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作为小区内部公共性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根据参与频率对问卷询问的 10 项社区内部不同层次

的参与行为进行赋值，从低到高依次为——“从不”为 1 分；“每年几次”为 2 分；“每月一次”为 3 分；“每周一次”为 4

分；“每周几次”为 5分。基于此，构建社区内部公共性参与 4个类型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模型结果表明，性别因素（赋值女=0，男=1）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和公共活动参与的影响均有显著差异。男性相对女性

参加公共事务的可能性更大（β=0.248,p<0.001），而女性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更高（β=-0.241,p<0.001）。说明男性对小区

内部管理事务这种正式的、制度化参与更有兴趣，公共性卷入程度更高；而女性对参与文体休闲、志愿服务和培训等非正式活动

更积极。因此，假设 H2“男性相对女性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女性相对男性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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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因素在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公共活动参与中均呈现出正相关性，不过代际因素对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β=0.044, 

p<0.1）低于对公共活动参与的影响（β=0.125,p<0.001），说明参与前者的年龄相对年轻。另外，居民的学历水平仅在“小区内

部公共活动参与”层面有正相关影响（β=0.079,p<0.05），说明学历越高参与公共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而收入越高的居民参与小

区内部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越低（β=-0.059,p<0.05）。同样，收入越高，越不可能参与社区党支部活动（β=-0.065,p<0.05）；而

宗教活动的参与情况却相反：收入越高的居民，参与社区宗教活动的可能性越大（β=0.059,p<0.1）。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地位评价方面，数据显示社会地位与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度显著正相关。尤其在越是需要高度参与

热情的问题反馈、需要较高能力的小区管理事务以及组织动员方面，对自我社会地位评价越高越乐于投身于小区治理等公共事

务中（β=0.079,p<0.05）。可见，经济收入和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不同层面参与行为的影响呈现出不同逻辑：主观社会地位认同

更能提升居民参与内部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而代表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收入指标，呈现出对参与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和党支部

活动的排斥性。因此，H3的两个经济社会地位假设得以证实。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测量了不同小区房价与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度的关系 35。与公共活动参与一致，小区均价越高，居民对小

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越低（β=-0.178,p<0.1）。一般而言，房价越高的小区，居民的社会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网络

和交往范畴更加多样，可能相应减弱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因此，假设 H1(1）得以部分证实：“小区房价

越高，居民对参与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低”。 

总体而言，小区内部不同维度的公共性参与具有“筛选”门槛：公共事务参与度与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认同以及社会资本

变量具有正相关性；而小区内部公共活动的参与度更倚重小区内部社会资本而对收入等经济指标具有“逆向”选择性。综上，公

共事务参与更倚重偏年轻的男性居民，自我社会地位认同积极、线上参与活跃、拥有较高层次社会资本、邻里交往频繁的群体；

公共活动参与更集中于年纪偏大的女性居民，学历更高、收入相对更低的群体。这说明公共性卷入程度越高，能力门槛越高的参

与行为，对居民超出小区或社区以外的经济社会资源越倚重。因此，从低门槛到高门槛的小区内部公共性参与行为，对小区/社

区内部的社会资本依赖度逐渐降低，而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力逐渐上升。 

3.对社区外部参与的变量分析 

小区/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的测量是以“发现小区或社区存在管理或治理方面的问题或矛盾”为由，询问居民采取何种方式

向公共渠道反馈。该总体模型命名为“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当小区出现管理或治理问题时，代际、政治

身份、学历 3个人口变量对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影响显著。其中，年龄越大，遭遇问题时向小区外部反馈的可能性越高；而学历

越高，对小区内部事务卷入越少，并因小区内部管理事务向外反映的可能性越低；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向小区外部公共渠道反馈

的可能性更大。有学者发现，社区自治参与主体主要集中在低保户、党员、楼组长以及社区文艺骨干等 36。这些“关键少数”群

体具有高参与度、稳定性和非体制性特点 37。 

另外，线上和线下参与，以及社区熟人朋友数量这 3项小区或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指标对与小区外部参与度的负相关表明，

小区或社区内部资源削弱了居民通过小区外公共渠道解决小区内部问题的可能性，也即社区内部社会资本拥有量相对低的居民

更可能求助于外部媒体和公共组织。因此，假设 H4得以证实：居民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和社会交往越少，遇到问题时求助公共

渠道的可能性越大。 

4.社区外部参与的分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考察的是遇到小区治理或管理问题时，不同倾向、不同成本的诉求方式与居民群体特征之间的关

系。通过测算，社区外部参与性 KMO(Kaiser-Meyer-Olkin)值为 0.769，说明因子贡献率达到 76.9%，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经旋转以后的总体方差分析，4个公共因子的贡献率达到 72.7%。通过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到 8个不同的变量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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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上的载荷。选取因子载荷大于 0.4 以上的变量，可以提取 4 个从不同层面表达诉求解决小区问题的因子，依次为“市域层

面参与”“属地层面参与”“社区层面参与”“私人渠道参与”。 

基于“社区外部公共性参与”的 4 个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依照参与程度和难度从高到低分为 4 个层次：“市域层面参

与”是指当具备必要性时，向市域范围的市民热线或新闻媒体投诉，发动组织集体维权或上访活动，可用于测量居民遭遇问题时

与参与成本最高的公共渠道互动的可能性。“属地层面参与”指的是在遭遇问题时向属地公共组织，如社区和街道反映问题。

“社区层面参与”是指网上反映、就近反映给基层治理人员，便利性高，动用资源有限。“私人渠道参与”是指利用个体社会资

本寻求信息或协助以解决小区管理问题。这 4 个层面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参与成本与互动路径。按照参与可能性从低到高依次赋

值——肯定不会：1分；视情况而定：2分；很可能会：3分；肯定会：4分。 

数据结果表明，当发现小区或社区存在管理或治理方面的问题或矛盾时，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更可能采取最高层面的诉求

表达方式（β=0.215,p<0.01）；而越年轻的居民，越可能利用公共渠道，采取热线电话、向媒体爆料、发动组织维权上访等方式

（β=-0.061,p<0.05），也越可能通过私人关系寻求解决（β=-0.088,p<0.01）。年龄越大的居民，越可能采取规范稳妥的处理方

式，如当面到社区或街道反映问题（β=0.070,p<0.05）。同时，非党员身份的居民更少顾虑，更可能采取最高层面的诉求表达措

施（β=-0.216,p<0.001）。 

除了人口变量，经济变量也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解决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小区房价越高，居民采取市域层面资源表达诉

求的可能性越大（β=0.234,p<0.05），同时通过私人关系寻求协助的可能性更高（β=0.220,p<0.05）；而小区房价越低，居民越

可能在小区内部进行讨论和反映（β=-0.370,p<0.001）。这意味着，均价越高的小区，居民更能运用最广泛层面的社会资源和公

共渠道解决问题，因此更可能采取声势浩大、影响力最高的诉求方式。而均价越低的小区，更可能局限于小区内部资源和渠道来

反映问题。小区房价反映的是居民在小区以外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以及承担更高表达成本的意愿。基于此，H1 的两个“房价影响

假设”得以证实：小区房价越高，在遇到问题时诉诸更高层面利益表达的可能性越大；小区房价越低，在遇到问题时居民更可能

在小区内部进行反映。 

除了经济维度，关系视角下社会资本的占有类型也影响社区外部公共参与的选择。数据发现，市域层面的反馈渠道更多与经

济指标相关，并与私人渠道的参与方式有部分一致性；小区和属地层面的反馈方式更多与辖区内社会资本相关。可见，居民倾向

于采取什么层面的解决措施，愿意承担什么样的意愿表达成本，除了个体特征之外，更多受制于居民与社区以外公共渠道互动的

能力。 

另外，本研究也比较了不同类型小区采取不同诉求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以拆迁安置小区为参照），发现保障性小区在遇到问

题时，通过“市域层面”如市民热线、公共媒体、维权上访等方式反映问题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拆迁安置小区（β=0.430,p<0.001），

而通过“社区层面”反馈的可能性显著低于拆迁安置小区（β=-0.155,p<0.1）。也就是说，拆迁安置小区在遇到问题时更可能通

过楼栋长、网格员等熟识和互动频繁的属地化人际网络反映问题，而保障房小区更可能向影响力更大的公共媒体和公共组织表

达诉求。 

四、结论与讨论：社区参与的分隔、替代和补偿效应 

如果说作为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其公共性逐渐式微是现代性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个体化转型时期公共性

是否衰落并不简单取决于“参与”或者“不参与”，研究重点应该是选择性参与逻辑背后复杂的动机、情境、资源和条件。公共

性参与的“摇摆性”是个体选择性约束与资源结构性约束的社会性后果。 

本研究数据分析表明，首先，代际和性别因素等个体禀赋对社区公共性参与具有内外有别的影响逻辑。尤其当面临问题或矛

盾的情境，有意愿有能力的中青年群体尤其男性更可能充当社区积极分子等“关键少数”。也就是说，具备一定资源和渠道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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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学历较高的中青年群体可能具有更好的社区公共性行动基础和潜力发掘空间。其次，小区内外活动和事务性参与受到选

择性激励和资源约束的影响，其对应的公共性卷入具有不同指向。社会层面的社区交往和主观社会地位认同能提升小区内部公

共性事务参与的积极性；经济维度的收入和房价指标更多是对小区以外的资源渠道发挥正效应，而对小区内部活动参与呈现出

排斥性。小区外部参与更多受制于个体经济社会资源和小区阶层结构，可以看作是居民经济社会地位的溢出效应。最后，除了经

济和社会资源导致内外参与倾向的“分隔”效应之外，小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存在“替代”和“补偿”效应。

社区内部社会资本拥有量相对低的居民更可能求助于外部媒体和公共机构，而内部资源充裕的小区或社区则削弱了居民通过外

部公共渠道解决小区内部问题的意向。因此，遇事诉诸公共机构的意愿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小区内部社会资本匮乏

的补偿。 

虽然社区参与所依托的资源具有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性参与意愿却呈现出相互隔离，说明影响参与动机

的不光是行动者的结构性位置，还有激励结构在集体利益和非集体利益领域的分化。在个人获益的参与领域，选择性激励发挥主

导作用；在涉及群体利益的外部参与领域，越是在资源结构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个体，越有“搭便车”的可能性，而在资源方面处

于相对较高水平的占据者，其选择性参与行为倾向于更高诉求层级，即集体性获益程度更高的行动范畴。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

本等要素作为嵌入社区公共性参与的结构性限定资源，其存量要转化为社区自组织参与行为，还需要匹配相应的资源条件和激

励结构。进一步而言，分化的参与逻辑揭示了个体化转型时期公共性的内在矛盾：市场化导向的利益筛选机制与共同体视域下的

公共性理念并存却又相互割裂，个体化导向下公共性的边界需要与多维度、利益多元化的生活世界相调适。基层群众自治所面临

的这些新的公共性生长点，有助于对不同社群的公共参与倾向进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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